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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南明”概念的传播与南明史学的发展 

谢贵安
1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新中国“南明史”概念的接受、传播与重新界定，推动了南明史学的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旧

南明史家取得了新的学术成就;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南明史家，则将旧南明史家以南明帝王为主线的纪传体转型为

以下层人民和农民军抗清为主线的章节体，令南明史的体系得以改观。新中国的南明史研究，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

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抵抗异族侵略的政治环境消失和其他原因使得相关研究处于低潮时期，成果较少，研

究主题集中在农民军和郑成功的抗清上面;后一阶段由于学术环境宽松，成果迅猛增长，出现了大量的期刊论文和

硕博论文，既产生了南炳文、顾诚等人所撰的《南明史》经典，也产生了青年学子多方探索南明史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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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概念起于康熙时陈鼎的《东林列传》，至道咸间钱绮著《南明书》时用作书名，但由于清廷的禁锢，“南明”概念

在钱书出现之前仅此一见，钱绮《南明书》亦不免于失传。晚清时，革命党人借南明志士以激励排满斗志，南明史受到章太炎、

刘师培、柳亚子、朱希祖的重视，开始突显，但随着民国建立，五族共和，因排满的政治功能丧失而趋于沉寂。抗战爆发后，国

府西迁，文人南渡，南明的历史似乎在重演，南明史再次被激活，迅速成为话题焦点和研究热点，“南明”概念广为流传，南明

史学亦得以悖兴。抗战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南明悲情消散，南明史再次处于消歇状态。改革开放后，学术复

兴，南明史学在学术自身发展的驱动下恢复生机并加速发展。“南明”概念也得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一、新中国“南明史”概念的接受与重新界定 

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对“南明”概念的获知和接受，来自于对民国时南明史专家及其南明史成就的习得和继续。然后，新

中国学人开始将“南明”概念回溯应用至清人所撰的南明史著作上，并向外扩展至外国人所写的南明史著作中。同时，新中国学

者也对“南明”史概念作了新的界定。 

首先，新中国学者通过对民国时南明史家及其成果的习得和承认，继承和传播“南明”概念。那些在民国时已获得卓著声誉

的南明史家，在新中国得到进一步的认可。朱希祖因为其在南明史的研究及声望，被人称为南明史权威。20世纪 60年代，周予

同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讲课时，肯定“朱希祖研究南明史及版本学”的成就。12007 年，李培文在介绍朱希祖及其郦亭藏书时，说

他“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于是开始收藏“有关南明的史料、杂著，南明人诗文集等”书，“对南明史籍的收藏”曾有“全国

公私第一”之称。朱希祖自编的《郦亭藏书书目》，其中“南明史类”共收入野史、杂著 400余种，年谱类“收南明人年谱46种，

如再加上集部的南明人别集 300种以及方志、政书等类中的包含南明资料的史籍”，其种数超过 700 种。22017 年，《羊城晚报》

编辑胡文辉评述朱希祖著作虽然繁杂，“其中于南明史文献最惮精积力”，并赋诗称赞:“南明文献最能谙，民族精神史笔涵”。
3 同时期的梁凤莲，推荐《岭南史学名家》一书入选《广州文库》的理由之一，是书中叙述了曾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所长的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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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祖等人的事迹。称朱希祖“是南明史的权威”，先后撰写《南明之国本与政权》《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等论文。4由于朱希祖

在民国时已经确立了南明史研究地位，新中国学者只要提到他，就不得不提他在南明史上的成就，于是“南明”和“南明史”概

念也就随之传播开来。民国南明史权威柳亚子的境遇也是如此。1961 年 3月 30日田汉撰《读曹美成藏柳亚子手写诗》时，描写

柳亚子在“日寇侵中国，南北皆战垒”时，“避地香港岛，将写南明史”。5 南炳文在总结南明史时，对柳亚子在民国时的成就

给予高度评价:“综述南明各方面事迹的史家，以柳亚子成就最引人注目”。抗战时，“他更集中精力研究南明史长达 5 年之

久”，曾写过《南明史纲》《南明史纲历日表》《南明后妃宗藩志》，以及南明人物传记十多篇。他所写的“南明人物传记当时也

在刊物上登载了大部分”。6 谢国桢在民国时研究南明史的地位也得到新中国学人的承认。2010 年，胡文辉撰文指出:“南明史

学乃成近代以来的显学，如朱希祖之蒐集文献，李光涛之立足档案，钱海岳之纪传体，顾诚之断代史，皆各有劳绩，而尤以谢国

桢奠其基础，集其大成。”他甚至指出:“仅凭他的《晚明史籍考》，其开辟天地之力，指引门径之功，已非任何南明史专著可

及。”
3
谢国桢的学生任道斌在《春蚕吐丝至死方尽——悼谢国桢先生》一文中，对谢国桢民国时的南明史成就作了回顾，把南

明史视作他的六个学术旨趣的第四个方面加以介绍:“四、南明史研究。从三十年代起，先生就从事南明史料的考订与搜集工作，

在积累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撰成《晚明史话》”，并援用柳亚子的观点，指出其对晚明史籍的考订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
7 朱荫龙的南明史家的地位也被新中国学者所承认。朱荫龙在抗战时，协助柳亚子从事南明史史料的搜集与体例的商定，还关注

过南明和尚画家石涛的事迹。对此，有人指出，为了研究石涛的身世，编写《石涛年谱》和《南明史》，“朱荫龙曾千方百计搜

集了大量的南明史料和石涛作品的摄影本达 500 余幅。”
8
还有人称朱荫龙对“南明史素有研究”。

9
通过对民国时南明史研究权

威学术地位的承认，“南明”概念得以激活并传播，南明史学也因以确立。 

其次，新中国学者将“南明史”概念回溯既往并外展异域。由于继承了民国时的“南明”概念，学者们开始回溯前史，将清

人记录弘光至永历时的许多史书都贴上“南明史”的标签。清末凌雪所撰之《南天痕》，周一平称其为“纪传体南明史。以南明

正朔纪年，惟改本纪为纪略，以避时讳。表彰南明忠义，贬斥奸幸”。101983 年，阙勋吾在介绍《明通鉴》时直接称该书“将南

明史纳入明史体系，使明史首尾完备”。
11
李昭恂等人称《南疆逸史》“是纪传体的南明史”，又称《爝火录》是“编年体南明

史，以清代年号纪年，附南明年号”。12颜其中在为《石匮书后集》撰写条目时指出该书“记载崇祯朝及南明史事”。10《小腆纪

传》和《小腆纪年》两书，也被贴上了“南明史”的标签。袁英光称:“《小腆纪传》，书名。纪传体南明史。”谓此书与《小腆

纪年》“一以年经，一以人纬，两书并行，对南明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又述《小腆纪年附考》为“编年体南明史。起崇

祯十七年，迄永历三十七年”，作者徐鼒“参考南明史书六十二种”。13以上各例有个基本特点，就是上述清代史籍多被各种词

典、手册贴上“南明史”的标签。词典或手册是成熟知识的聚合，说明“南明”已被视为成熟词汇。比词典和手册更为学术化的

是史学史论著。很多中国史学史著述都将明末清初的史籍贴上了“南明史”的标签。刘节在其《中国史学史稿》明确指出:“南

明史以温睿临《南疆佚史》为最佳。”又称夏燮《明通鉴》“其书有《附记》六卷，专记南明史迹”。14冯尔康在《清史史料学》

中述称“《四朝成仁录》，是南明史专著”。15姜胜利在《清代私家明史学的兴衰及其背景》一文中将南明史籍的撰述作为私家明

史学之一种加以讨论，指出:“鸦片战争以前的明史研究尚处于中期忠义史学与后期新兴的南明史研究热的交替和过渡阶段”。
16 瞿林东在《中国史学史纲》称夏燮的《明通鉴》附编“记南明事”。17 新中国史学工作者还将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和鲁监国

时的史事，称为“南明史”。1988年，吴枫称《残明宰辅年表》的作者傅以礼“素留心南明史事”。18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

称戴名世著作《孑遗录》《与余生书》，“论南明史事，说:‘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粤，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首尾

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云云”。19 钱茂伟在《浙东史学研究述评》

一书中，述邵廷采“关注明史，尤其是南明史，留住、重现南明史，是邵廷采的历史使命所在”，特别指出他“熟悉南明史”。
20 王河等人在叙述全祖望生平时，特别指出他“尤精史学，研治宋末和南明史事”，21 而在全祖望的著作、文集和同时代人对他

学术活动的描述中，从未出现过“南明”字眼。这显然今人将习用的“南明”标签倒贴到清代人的身上。 

除了将时间回溯至清代，给明清之际史籍和史事上贴上“南明”标签外，新中国学者还将“南明”概念及其贴标签手法应

用到外国的汉学译著中，形成概念的外展。当代中国学者，在叙述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的史实时，直接用“南明”和“南

明史”来指称。康志杰叙述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来华传教，遇见清兵入关，“在述说清军占领南京前的战斗中，卫匡国这样写道:

河对岸是中国军队(指南明军队)，中国军队人数众多，只要他们一脱下鞋子就可以筑成一座巨大的屏障，使所有的鞑靼骑兵(清

军)都不能越过”。显然，卫匡国用的概念是“中国军队”，而康志杰直接用“南明军队”作了解释。她还指出，在《鞑靼战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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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匡国以形象生动的笔墨，揭露了清军的残暴和南明官僚的腐败，以热烈而崇敬的心情讴歌南明史可法、瞿式耜等人的忠

诚爱国”。22这里的南明概念，是康志杰用中国人易于理解的词汇来对应卫匡国书中的中国官僚和中国军队。对于外国人所写涉

及明末清初的史学著作，新中国学者直接将其翻译成“南明”一词。如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

一种解决形式》中，专立一小节《南明海军的威胁》，描述道:“清廷惊恐地发现，在江南无锡附近，至少出现了两起独立的反叛

密谋。当地的复明分子与鲁王及永历皇帝的南明政权进行秘密联系，后者在云贵地区，处于孙可望的保护之下”。23 

再次，“南明史”概念已经下沉并通俗化。“南明史”概念不仅被新中国学界所接受，而且还被通俗化，应用到通俗史学、

通俗小说和电玩游戏之中，为社会大众所接受。1955 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胡山源开始撰写《南明演义》，于 1985 年由江苏古

籍出版社出版。241996 年，图文并茂的《中华画史》称《明史》对“南明史事或讳而不谈，或语焉不详”。25“南明”概念还出

现在博物馆的文物解说词中，向游客传播。如云南博物馆在介绍馆藏官印时，称其“是极其珍贵的南明史物证”。
26
以上是将南

明概念应用到通俗史学中的例子。“南明”的概念也被应用到通俗文学中。李传瑞专门创作了一部名为《南明英烈传》的小说。
27“南明”概念甚至应用到电子游戏软件中。由贲郎赵统、天涯思君不可忘、红豆醉相思等人制作的一款新的架空 MOD游戏，原

名《南明英雄录》，最终定名《南明英杰传》。28清代偶一提及、民国逐渐传开的“南明”概念，在新中国已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

相关各个领域，甚至通俗文化领域，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 

在传播南明概念的同时，新中国学者还对“南明史”概念作了重新界定。针对民国时南明史主流专家朱希祖、柳亚子、钱海

岳等人提出的以南明弘光、隆武和永历政权相续相承为主线的“南明”史概念，新中国学者另辟蹊径，以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

及其余部孙可望、李定国、李来亨等的联明抗清为线索，重新界定南明史。顾诚在《南明史·序论》中界定了“南明”的时间断

限:“南明的历史……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兵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以来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抗清基

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他对

南明史的断限作了辨析，指出“上限过去和现在的史学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

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他解释这样做是“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

统”。他坚持南明史不能完全以帝统来衡量，“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

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 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闰六

月;隆武帝被擒杀在 1646 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

对于南明史的下限，他“不以 1662 年永历帝朱由榔被俘杀告终，而是以李来亨茅麓山战役作为结束”。对于“把南明史的下限

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进军台湾，郑克塽、刘国轩投降”的做法，他不持反对立场，但自己不予遵从，“在本书中

叙述郑氏家族事迹仅限于郑成功去世为止”。同时，顾诚也界定了南明概念的地域范围:“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崇祯皇帝朱由

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

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不过，他也指出南明史不仅限于南方，“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南方，陕西、甘

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波涛叠起……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盖面并不只限于南方。”29 

针对顾诚对“南明史”概念和相关体系的界定，李治亭则提出不同意见:“南明史，如同一代王朝史，顾名思义，就是南明

诸政权自身兴亡史。南明诸政权如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等政权的兴起，及其相互关系与覆亡，才是南明史真正的‘主

线’”。而顾诚的《南明史》“却将这一‘主线’改为农民军余部、郑成功等‘抗清斗争’。这种假南明之名而实写农民军及各

族人民‘抗清斗争’能称为南明史吗?”30 作为清史专家，李治亭对顾诚概念的不满，主要是认为顾诚的相关认识切割了清史的

完整性。正如有学者在描述庄廷鑨辑补朱国桢未完成的一部《明史》书稿时，称“把清军入关以后的一段历史不算做清史，仍以

南明为正统，叫做南明史”。
31
李治亭对此种做法持保留态度。 

不过，顾诚对“南明史”概念的重新界定，却成为新中国南明史的主旋律。此前谢国桢《南明史略》、南炳文《南明史》都

是以农民军及其余部的联明抗清为主线。这一概念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事实上，顾诚的南明史概念来自民

国时左翼史家郭沫若、翦伯赞等人。他们在关于南明史的论战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阶级分析为方法，以腐败无能的南明政府

影射国民党政府，以英勇抗清的李自成等农民军隐喻延安的共产党人。新中国建立后，南明史的这一概念从政治论战引入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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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便出现了谢国桢的《南明史略》、南炳文的《南明史》和顾诚的《南明史》。 

当然，改革开放后，新中国学者对南明史有了更为包容的看法，作了更全面的界定。如李培文指出:“南明原是指明亡后至

清康熙三年，明宗室在南方为延续明统相继建立的几个地方政权。南明史的范围相当广泛，还包括李自成政权、清军入关、郑成

功和各地抗清运动。”2 这个界定，既包含了民国时朱希祖、柳亚子等人的南明史概念，又包含了顾诚等人的概念，还兼顾了像

李治亭这一类清史学者的意愿。 

二、旧南明史家的新成就与新中国南明史学的增长 

与“南明”史概念传播相伴随的是新中国南明史学的不断发展。此间南明史学的发展包括两个部分，二是民国时期成长起

来的旧南明史家(主要指史实派)在新中国继续取得的学术成就，一是新中国时期成长起来的新南明史家做出的学术贡献。 

民国时期的南明史专家，分为两派，一派主要从事搜集史料和纂述史实，其编纂体例不是纪传体就是史考体，属于南明史研

究中的史实派，代表人物是朱希祖、柳亚子、钱海岳和谢国桢;另一派是在南明史论战中涌现出的史观派，代表人物有郭沫若、

翦伯赞等人。史实派除朱希祖于 1944 年去世外，柳亚子、钱海岳、谢国桢等都仍然健在，并继续推进南明史的研究。史实派史

家除了其往日的成就屡被提起而引起南明概念传播外，还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直接扩大了“南明”概念及南明史学的传播范

围和影响强度。 

柳亚子在 1949年后仍然坚持南明史的研究和宣传。新中国建立前夕，他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设立国史馆，修撰南明史、中

华民国史等。1949 年 6月 1日，毛泽东回信说:“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

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
32
当然，这并未能阻止柳亚子研究南明史的愿望。他在 5 月 23 日给钱杏邨的信

中说“弟则决心此次将南明史搞好，一俟桂林好友朱琴可(荫龙)见来北平后，便可筹备起来，唯地点在平抑在沪，尚未决定”。

1950 年，柳亚子期待的国史馆未能成立，而中央文史馆开始筹备。柳亚子给朱荫龙的信中说:“中央将有文史馆之创，尚在拟议

中……史料项上，拟分地志、南明史、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到 1949 年 10 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各组。弟

兼史料征纂委员会主任，再兼南明史小组组长。”当他听说无锡钱海岳已撰成《南明史稿》本纪、志、表、列传共 120卷，200

多万字后，十分高兴，赴无锡约见钱海岳，拟请其参加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还将钱著抄了一份作为参考。他自称:“盖亚子参

加文史馆，其用意即在出版《南明史》”，是“为责任与义务而来，非为权利而来”。但中央文史馆最后成为一个荣誉性、统战

性的机构，而非研究性的机构，所以他的上述打算皆未实现。文史馆员中只有罗介丘等个别人按照柳亚子的意图继续进行南明史

的研究。33 

无锡人钱海岳(1901—1968)在民国时一直从事南明史的撰写。但因他不善宣传，故人们知之甚少。1949 年后，他先后在无

锡国学专修学校、江苏省博物馆和南京图书馆任职，当选为民革苏州市委员、政协江苏省委员。1956 年，他被南京大学校长郭

影秋聘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人员和南明史授课教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钱海岳受到严重冲击，但对南明史的研究和写作

一直痴心不改。有人回忆:“南图南明史研究专家钱海岳，根据馆藏南明典籍，编写了《南明史》，并和洪焕椿教授等，共同编选

《南明史参考资料》近百种，北京中华书局原定负责出版，后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作罢。”34 他一生的学术结晶《南明史》，在

1944 年便已完成初稿 100卷。1949 年以来，继续修改和增补。2006 年其《南明史》遗著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共 14册，120 卷，

300 余万字，属纪传体史书，分本纪、志、表、列传四部分;起崇祯十七年五月，迄永历三十七年。南明虽偏安割据，但史料芜

杂，头绪纷繁，人事错综，颇为难治。钱海岳倾 40 余年之力，参阅 3400 余种图书资料，钩沉梳理，考订辨析，将南明史的政

治、军事、外交、经济、人物等写入书中，成为南明史研究史上不可或缺的巨著。 

钱海岳除了潜心研究《南明史》外，还走上大学课堂讲授南明史。1961 年 1月 31日，郭影秋在给陈向平的信中明确告知:“大

西、大顺军史料搜辑工作，拟请钱海岳先生担任指导。他从本学期起，兼任我校南明史教员”。又说:“钱海岳先生的讲稿及周

部同志的《中国农民起义史》稿，都拟请他们整理出版。周村同志也是我历史系兼课教师”。
35
可见，从这年起，时年61岁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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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岳开始在南京大学讲授南明史。据燮赓《钱海岳》一文述:“以治南明史蜚声史学界的学者郭影秋出长南京大学，钱找到了知

音。郭聘请他到该校历史系讲授南明史”。36 秦凯在《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称:“在郭校长的关怀和帮

助下，1962 年组建明清史研究室，作为系一级的小型科研集体，并从这年起招收了第一届明清史研究生。当时该校历史系从事

明清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有陈恭禄、胡允恭、王拭、洪焕椿等人。此外，在南京学术部门工作的明清史学者，还有钱海岳、朱

偰等人，在业务上取得了协作。”37刘桂秋据此将钱海岳在南京大学讲授《南明史》系于 1962年，说:“应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

之邀，钱海岳到该校历史系讲授南明史”。38其实，据上述郭影秋的信知得，1961 年钱海岳就已兼任南京大学“南明史教员”。

第二年，钱海岳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主持召开的“李定国和郑成功逝世 30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递交《郑成功在军事

上的贡献》一文。39 

在民国史实派的南明史家中，谢国桢的转变最大。他原本从事于晚明和南明史籍的搜集与考订，于1933 年撰成《晚明史籍

考》。新中国建立后，他在南明史实的基础上引入唯物史观，一跃而成为史观派南明史专家。1949年冬，谢国桢从华北大学政治

研究所结业，分配至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从事明清史的教学与科研，“南明史的研究是先生课余的又一项科研题目”。7

谢国桢于 1957年撰成《南明史略》。这部书以阶级分析为基础，从明季社会背景入手，在叙述南明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

历诸政权的兴亡变迁时，不断以人民和农民军为着眼点，如用了“人民扶持下南明弘光王朝的建立”“大江南北的义师”“冀

鲁豫义军的兴起”“荆襄十三家军英雄抗战的经过”“全国人民继续不断地展开反清运动”等标题。
40
“因此是一部较完整的明

清变革政治史。”7《南明史略》出版后不久，谢国桢便被郭沫若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任研究员。谢国桢在

从事史观引领的《南明史略》撰写的同时还对其旧作《晚明史籍考》进行修改和增补，于 20 世纪 60 年代撰成《增订晚明史籍

考》。41有学者认为“仅凭他的《晚明史籍考》，其开辟天地之力，指引门径之功，已非任何南明史专著可及”。3可见他在从事史

观分析和研究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史实派重视史料考订的本色。 

三、新南明史家及其史学的强势崛起 

在旧南明史家继续推进“南明”概念传播和南明史学延续的同时，新南明史家继承了史观派郭沫若、翦伯赞等人的观念，以

下层人民的革命为主线，取代以南明诸帝为主线的南明史体系，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南明史专著和论文，形成了南明史教学和

研究的基地，使南明史获得了断代史的地位，并将南明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郭影秋、南炳文和顾诚等人是其代表人物。 

郭影秋(1909—1985)是改革开放前组织南明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作为老革命、老干部的郭影秋拥有良好的素质和独到的资

源。他曾受过良好的教育，1928 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2 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郭影秋在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

记(1957—1963 年)时，开始组织南明史研究的团队，并亲自从事南明史的研究。郭影秋组织团队以南京大学历史系为基地。著

名明史专家梁方仲于 1960 年 4 月 23 日参观访问南京大学时，当时“党委负责人”向参访者介绍了历史系的情况，其中提到了

“专门化:农民战争史、元史、南明史等”。42以党委负责人而专门提到历史系，而且提到历史系的专门化课程中有南明史，则说

明此人可能就是郭影秋。看来，在郭影秋的领导下，已在南大历史系建立了南明史研究的基地。在基地建立的同时，郭影秋开始

建立南明史研究的学术团队。他招揽人才最突出的事例，便是前述对著名南明专家钱海岳的聘请。此外，胡允恭(1902—1991)也

被延纳南明史研究的团队中。胡允恭于 1922 年考入上海大学，后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后，任福建师范学院院

长。1951 年被停止党籍。次年调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潜心研究南明史和日本史”。43另有材料说胡允恭“调南京大学担任历

史系教授。数十年来，他一直苦心钻研史学，对日本史、南明史下过苦功……他的有关南明史著作，在史学上极有价值”。44郭

影秋入主南京大学后，庇护了已被打倒的胡允恭，将他纳入南明史研究的团队中，使其有条件从事科研工作。胡允恭著有《明末

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史稿》等书以及论文多篇。
45
胡允恭在教授之余还向外传播南明及南明史概念。据方庆延讲，胡允恭与方父

有金兰之宜，因此 20世纪 50年代末，方庆延以“右派”废退归来，“时胡老执教南大，不时赐函鼓励指教，并赐古本南明史籍

约百卷促我研究”。44除了钱海岳、胡允恭外，南明史研究团队还包括陈恭禄、王拭、洪焕椿、朱偰等人。钱海岳和洪焕椿等人

一起编选了《南明史参考资料》近百种。 

在组织和领导南明史研究团队的同时，郭影秋也亲自开展南明名将李定国的研究。1959 年 7月 14日，他给时在上海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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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副社长的陈向平写信，讲述自己在南明史研究上的进展:“李定国稿，经校补，可得十五万字，十七、八日可发出。惟因心情

乱，序言尚未写出，少缓即补寄”。351963 年 2月，郭影秋从南京前往北京办事，还在惦记搜集南明史料。3月 25日，他在给陈

向平的信中说:“关于南明史资料的整理问题，我和中宣部理论处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表示支持;也写了一信给灿然同志，尚未

接到复信。”35当他已接到调往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调令后，仍然心系南明史料。1963 年 4月 12日，在给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

辑所副主任、副总编辑的陈向平的另一封信中说:“我的工作已决定调北京人民大学。虽非所愿，亦不愿多提，目前书物已装箱，

听命北上。南明史料整理工作，照常做。我为李定国论文集写了一篇代序，稿必请你过目一下，不要闹大笑话就行了”。35郭影

秋对南明史研究痴心不改。有人指出:“在担负学校党政领导工作的同时，郭影秋身体力行，深入教学与研究第一线，一方面给

本科生讲授南明史专题、带研究生指导论文;另一方面研究清史，出版了《李定国纪年》，成为著名的明清史学家。”46其实，郭

影秋撰写《李定国纪年》并不是“另一方面研究清史”的结果，而本身就是在从事南明史的研究。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南明史研究的业绩主要体现在南京大学郭影秋团队之上的话，那么这之后，南明史的成绩主要表现

在南开大学南炳文、北京师范大学顾诚等专家在《南明史》专著的撰写之上。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的南炳文

(1942—)，是继谢国桢 1957 年出版《南明史略》之后，又一个发表《南明史》专著的学者。他于 1992 年出版了《南明史》一

书。47该书原为作者与汤纲合著的《明史》(下)48之一部分。《明史》前有 1981 年 10月郑天挺写的序，说明此前南炳文已经写成

了南明史的相关部分。此后，南炳文将《明史》中南明史部分扩充为《南明史》后出版。全书共分五章，在叙述南明诸王朝兴衰

的同时，贯穿着农民起义军的主线，如第一章“初期南明史”下面的三节中，除第一节讲弘光政权外，第二、三节分别讲述退出

北京后的大顺政权和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第二章的标题就是“浙东、福建政权，农民军开始拥明抗清”，在讲述永历政权时，

贯穿着大西军余部占据云南及失败，大顺军余部西山十三家的最后阶段等。该书的一个特点是，专章叙述了“南明时期的对外关

系”，包括乞师日本、遗民东渡、郑成功父子的海外贸易和南明诸政权与西方传教士等内容。除了《南明史》专著外，勤奋的南

炳文还发表了一系列南明史研究论文。1990 年他与吴彦玲合撰《清朝政策比南明弘光政权的高明之处》一文。进入 21 世纪后，

又接连发表《周鹤芝的姓名及其乞师日本》《南明首次乞师日本将领之姓名考》《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南明

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两种表现》《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六种表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瞿式耜七篇奏疏抄写时代考》

《史镜之作用——评〈弘光政权研究〉》等文。上述诸文分别发表在《历史教学》《明史研究》《史学月刊》《南开学报》《日本研

究论集》《中国历史文物》和《中国图书评论》等期刊上。 

继南炳文之后，顾诚(1934—2003)也出版了《南明史》专著。顾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生前只出版过两

部专著，一是《明末农民战争史》，另一部就是 1997年出版的《南明史》一书。49顾诚自1982年写完《明末农民战争史》后，就

开始了南明史的撰作，写了一半，由于兴趣转移到卫所研究，故暂时停辍，直到 1986 年以后，才重拾旧稿，于 1990 年以前写完

了《南明史》初稿。经过反复增删修改后，终于交付出版。《南明史》是顾诚十余年磨一剑的著作，全书 77万字，记载了自崇祯

十七年(1644 年)大顺军陷北京至康熙三年(1664 年)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败亡为止的历史过程。顾诚的《南明史》与谢国桢的《南

明史略》和南炳文的《南明史》一样，都以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为指导，打破以南明诸帝为主线的王朝体系，代之以农民战争和

反清斗争的历史主线。作书共分32章，在揭露南明诸王朝腐朽无能的同时，热情讴歌农民起义军，特别是对他们“联明抗清”

行动给予高度认可。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农民军和人民抗清事迹，如“李自成牺牲和大顺政权的失败”“江阴等地百姓的自

发抗清”“大顺军联明抗清”“大西军的经营云南”“大西军的联明抗清”“夔东基地的覆灭”等等。该书的起迄与南明王朝

的兴亡时间也不一致，起于李自成攻克北京，迄于李自成余部李来亨等夔东十三家的失败。顾诚《南明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对

史料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搜集，直接引用的地方志达 237 部之多，引用书目更是多达 579 种。扎实的史料功夫，有助于对许多历

史事实的考订和厘清。如顾诚对长达十八年(1646—1663)的南明韩王“定武”年号，进行认真考订，指出“根本没有什么年号定

武的韩王”，否定了查继佐《罪惟录》据不可靠传闻在南明史中增添的韩王定武政权。 

新中国学者顺应并推动了自民国以来南明史断代史化的趋势。1931 年蔡元培还只是有“编纂南明史及南明史的专题研究”

这样的表述，50把南明史仅视为一种专题研究。1944 年朱偰在纪念文章中，已经将朱希祖的南明史研究，置于“断代史”之下。
51新中国建立后，南明史作为断代史已被广泛接受。郭影秋在南京大学将“南明史”与农民战争史和元史作为“专门化”的史学，
42
已将南明史视为断代史。1957 年，已有图书馆对“南明史”图书进行了专门分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图书馆的古籍目录，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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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与“清史”之间，专列了一个“南明史”类，下列《南明野史》《季明封爵表》《小腆纪年》《南天痕》《南疆绎史》《摭

遗》《恤谥考》《明季南都殉难记》《海东逸史》《所知录》等书。52这显然也是将南明史视作断代史。在海峡对岸，1955 年 3月，

台湾大学教授方豪(1910—1980)在《民国以来的历史学》中，也将南明史作为一个断代史看待，将之与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

隋唐五代史、宋史、辽金史、元史等并举，特别是与明史和清史并列:“王崇武、吴晗、李晋华之于明史，朱希祖、朱倓、谢国

桢之于南明史，萧一山之于清史……或著专书，或撰论文，皆卓然可观”。53正是在两岸中国学者共同认可南明史为一断代史的

背景下，南明研究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除了上述谢国桢、郭影秋、南炳文、顾诚诸大家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南明史的

教学和研究还在全国不少地方得到展开，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著名时事评论员杨锦麟在厦门大学读书时，读了老师陈孔立

关于明清史、郑成功研究等论文后，受到鼓励，开始“研究郑成功，研究南明史”。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982年参加在厦

门大学举办的郑成功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郑成功与南明宗室的关系》。541958 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李兴盛，“对

南明史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与谢国桢建立了书信联系。1963 年他又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研究南明史与中国农民

战争史”。55《天津日报》高级编辑罗文华自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读高中时，“就迷上了南明史”，在紧张的备战高考之余，

“找来一些与南明史有关的图书杂志”，看得“津津有味”。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迷上了孔尚任

的《桃花扇》，发表了研究该剧男主人公侯方域的论文，这自然“与我对南明史的爱好有很大关系”。为了研究《桃花扇》，他阅

读了北大图书馆收藏的大量的明末清初的正史野史和诗集文集，“重点是南明”。1986 年，他还利用暑期实习的机会，到南京、

扬州、苏州、杭州等地，“搜寻南明遗迹”，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他在工作之余“依然研究南明史”，读得比较多的是陈寅恪

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和黄裳先生有关明末清初的历史随笔。当他在“爱好南明史二十多年后”，读到张传伦的《柳如是与绛云

峰》一书时“立即就被吸引住了”。56 有些人是读到南明史著作后喜欢上南明历史的。影评人廖伟棠称“自从十年前读南明史，

便一直为永历帝流亡朝廷在缅甸那段凄凉岁月所迷，此后就关注缅甸华人史以及号称永历朝廷后裔的果敢人”。571951 年出生、

毕业于广州师院历史系文博大专班的广东揭阳人孙淑彦，1984年调入揭阳县博物馆，在工作中“治版本学、地方史、南明史”。
58 

新中国南明研究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改革开放之前和以后。通过“中国知网”等论文数据库的检索，可以明显看出，改革

开放之前的南明史成果少，似仅有马少侨的《论南明永历政府在武岗山的溃败》(《新史学通讯》1954 年第 12期)、柳义南的《评

谢国桢著“南明史略”》(《历史研究》1958 年第 9 期)、朱永嘉的《论南明抗清运动中各阶段的动向》(《新建设》1962 年 10

月号)、吴乾就的《论南明时的“联明抗清”斗争》(《学术研究》1962 年第 11 期)等数篇。而改革开放之后，南明史的研究论

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果大量涌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关于这方面的成果，有期刊论文 581篇，博士学位论文 19篇，硕士

学位论文 117篇。有些年轻学者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南明史研究方向，如淮北师范大学吴航博士，不仅发表南明史研究的系列

论文，还出版了《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专著。
59
大量年轻学子的加入，给南明史研究队伍添加了新鲜血液，给这一领域带来了

无限生机。 

除了大学和科研单位外，学会也起到了推进南明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中国明史学会召开过两次与南明有关的会议，一次是

2015 年在贵州安龙召开的“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次是2018 年在江苏盐城召开的“孔尚任与盐城——孔尚任与盐都历史

文化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都编纂和出版了论文集。关于安龙南明史会议，彭勇曾撰《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予以

全面介绍。60这次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南明史”为题召开的学术会议，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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